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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

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

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

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
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

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

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

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

研究。
【关键词】 英帝国环境史 殖民科学 环境主义 生态—文化网络 生态帝国主义

英帝国殖民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是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主题。英帝国虽已终结，

但它对全球生态系统影响深远。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英国从一隅之地发展成拥有诸多海外殖民

地的英帝国，鼎盛时其势力范围内的陆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 1 /4。英帝国的统治范围和权

力形式不断变动，但贯穿于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是殖民的本质。学界已有大量成果从政治、经
济、军事等维度详细考察英帝国的历史，近来开始关注英帝国史的生态之维。换言之，英帝国的历史不

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变迁，还包含人与自然以及非人类要素内部关系的更迭。英国殖民军事占领、资
源获取和知识传播等活动会改变殖民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但也受其影响。

从 20 世纪末至今，全球有众多学者参与研究英帝国环境史，该领域的核心问题与研究路径发生

多次转向。目前该领域方兴未艾，学术价值与研究潜力凸显，学界有必要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此前有文章介绍过该领域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但尚未详细分析该领域的发展脉络、路径转向和相关

学术争论。① 学界谈及的“英帝国”是一种广义的学术分析概念，既包括殖民统治直接建立的殖民

地、保护领或托管地，也包括通过贸易等方式建立的半殖民地和经济殖民地等。“英帝国环境史”则

指代英帝国殖民活动涉及的资源开发、环境认识、生态改造等方面的历史。这里并不是将英帝国作

17

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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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天然统一的整体，而是要强调不同时段英国与外部世界多元关系的变化。本文将英帝国环境

史学置于英帝国史和环境史两大学术研究脉络中，重点梳理该领域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的演变过

程，并试图阐明未来有可能推进的研究方向。

一、从“仁慈帝国”到“自然帝国”: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生成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根植于英帝国史学与环境史学两大研究脉络，前者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

系，后者侧重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在此基础上，英帝国环境史学率先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问题

意识与研究主题，即帝国殖民语境下人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关系如何变动、如何影响历史进程。
英帝国史学的发展为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出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英帝国史研究早期侧重宗

主国向殖民地传播经济政治制度和现代文明观念的过程。它起源于殖民地史学和东方学，在 19 世

纪末 20 世纪初成为专门研究领域。1883 年英国学者约翰·西利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通常被视

为该领域的开端。① 西利将英帝国解释为英格兰国家扩张的必然结果，并倡导建设有共同种族、宗教

和利益的“更大不列颠”。② 20 世纪初，英国出现“帝国研究运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

剑桥大学先后设立帝国史或殖民史教席，皇家殖民协会和帝国联合会等机构也积极赞助与帝国议题

相关的活动，讨论英帝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推动社会树立英帝国道德感和荣誉感。③ 1929—
1959 年出版的八卷本《剑桥英帝国史》( 以下简称“剑桥版”) 将英帝国视为一个“文明开化”的政治

实体，其“仁慈统治”推动了现代政治、自由贸易、先进科学等内容以伦敦为中心向边缘殖民地扩

散。④ 这种“文明使命论”与“仁慈帝国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帝国史学的叙事。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随着英帝国瓦解与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外加区域研究的兴起，英帝国史研究一度式微。⑥

20 世纪末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格局的变动带来了英帝国史学的复兴，也使“自然环境”话题逐渐

进入该研究领域。⑦ 新帝国史研究融合了后殖民史学、文化研究、全球化理论、区域研究等理论视角，

大大增加了政治、军事、经济之外的新主题。1998—1999 年面世的五卷本《牛津英帝国史》( 以下简

称“牛津版”) 反映了此时英帝国史学的转向。该丛书接受约翰·加拉格尔等人提出的“有形帝国和

无形帝国论”，⑧并修正了“帝国天命论”和浪漫化帝国扩张的历史叙事。⑨ 它不再仅仅叙述帝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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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殖民地的单向影响，还探讨宗主国与殖民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双向互动。而且，它也不

再设定英国终将走向英帝国，而是改为展现英帝国缓慢成型的过程，揭露帝国活动对于殖民地的消

极影响。此后，英帝国史研究成果逐年上升。① 尽管如此，“牛津版”仍未彻底反思殖民话语，也未单

独分析帝国环境问题，仅在“科学、医学和英帝国”“疾病、饮食和性别”“开发与帝国”等章节稍微提

到英帝国土地占用与资源开发的环境影响。所以，作者在尾章“帝国史的未来”中提醒学界要加强英

帝国环境史研究，这预示着此后该领域的快速发展。②

与此同时，环境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研究方向已在美国学界率先兴起，并迅速在全球范围

内形成强大影响力。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社会环保运动直接推动了环境史学的诞生。环境史学

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将历史上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维度覆盖三个层面:

自然本身的变迁与作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人类对自然的认知等

思想观念。③ 在环境史研究开拓期，除了环境主义观念、资源保护运动、农业史等经典主题，帝国扩张

的生态因素也是重要议题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和威廉·
麦克尼尔都从生态视角思考近代欧洲“成功”殖民扩张的原因。克罗斯比的代表作《哥伦布交换:

1492 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展现了欧洲征服带来的新旧世界农作物、家畜和疾病等要素的

不对等传播; 他的另一著作《生态帝国主义: 900—1900 年欧洲的生物扩张》则提出由微生物、杂草和

牲畜组成的“生物旅行箱”帮助欧洲殖民者“成功”立足于新世界，并将当地改造为“新欧洲”。④ 同

样，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将病菌传播视为欧洲得以征服新世界的重要因素。⑤ 他们都提供

了一种解释欧洲帝国扩张的新视角，展现了殖民主义的生态之维。但是，此时他们主要关注区域是

美洲与欧洲，并未涉及其他区域。此后，环境史研究在全球各地陆续发展，非洲、南亚、澳大利亚等前

殖民地国家的历史学者也开始从环境史视角考察各自民族国家的历史，为研究英帝国环境史补充了

诸多有价值的实证案例和研究视角。⑥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在充分吸收上述领域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可以说，它既更新了新帝国史学对殖民地历史的关注视角，也拓展了环境史学讨论环境主义起源问

题的时空范畴。英国学者约翰·麦肯齐和理查德·格罗夫是该领域的开拓者。麦肯齐成长于英属

赞比亚和格拉斯哥，专攻英帝国文化史。他从 1968 年长期任教于兰卡斯特大学，1984 年后负责主编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帝国主义研究”系列丛书，这是英帝国文化史领域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研究丛

书。1988 年麦肯齐出版其代表作《自然帝国: 狩猎、资源保护和英帝国主义》，该书以英帝国狩猎活

动为考察对象，将帝国狩猎活动和技术传播置于更长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尤其关注 19—20 世纪

英帝国扩张活动如何驱使殖民地土著狩猎方式、狩猎对象、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等变化，进而探讨帝

国殖民权力运作模式、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环境保护思想的形成过程等核心问题。⑦ 1990 年，麦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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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还主编《帝国主义与自然世界》，书中收入的文章皆围绕自然科学与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这一主线

展开，强调英帝国中心与边缘的相互作用。①

另一重要开拓者格罗夫研究的问题则有所不同，他大胆挑战当时学界盛行的观点———“环境

主义起源于美国”与“科学和环境观念从欧洲中心向殖民地边缘传播”等。格罗夫出生于英属加

纳，早年在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地理学和生物保育学，1988 年剑桥大学博士毕业，1995 年基

于博士论文 出 版 了 其 代 表 作《绿 色 帝 国 主 义: 殖 民 扩 张、热 带 岛 屿 伊 甸 园 与 环 境 主 义 的 兴 起

( 1600—1860 年) 》。他提出，环境主义的源头应追溯至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热带岛屿应对环境退化

的殖民经验。那些前往南非、印度、毛里求斯、圣赫勒拿岛、圣文森岛等殖民地活动的欧洲植物学

家、林学家、农学家，早已认识到自然潜在的脆弱性以及人类活动会引发环境耗竭的后果。这些群

体与其所在殖民地的土著联系紧密，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吸收了地方土著知识和东方自然文

化。② 同年，格罗夫创办《环境与历史》杂志，鼓励撰述世界各个地区的环境史，不遗余力推广全球南

方环境史研究。③ 此后，他转为关注历史上气象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历史上的厄尔尼诺现象等

全球气象史。④ 2002 年，他创建了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后来成为英帝国

环境史研究的学术重镇。
麦肯齐与格罗夫的著作体现了早期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首先，他们侧重在帝国语境中关

注殖民地上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其是环境主义观念起源的帝国背景，这无疑与他们个人成长

背景和帝国史学训练经历相关。其次，他们对非洲、印度以及其他热带岛屿等地环境变迁史的关注，

大大弥补了此前环境史研究的不足，即过分关注美洲和欧洲而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将殖民

主义的内涵延伸至生态的维度。再者，他们挖掘了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生态互动关系，而不是只关注

帝国中心对殖民地的单向影响。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仍有可以商榷之处。第一，他们在强调环境

主义起源于帝国活动时，似乎将环境主义的内涵窄化为对气候干旱、土壤退化、森林减少的自然认

识，并未区分早期自然认识与环境主义的内涵差异。第二，格罗夫认为基督教和自然科学并不必然

孕育破坏环境的态度，因为基督教里伊甸园概念构想了和谐的世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类发现自然

规律并在其中生活的欲望。然而，此类观点忽视了隐含其中的人类替上帝掌管其他伊甸园生物的人

类中心主义态度，也未考虑到科学知识被用于殖民统治的社会后果。这也激发了后来相关主题的新

研究，此后有学者提出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正是基督教思想。⑤ 第三，他们并未深入

反思殖民者留下的关于殖民地环境退化的历史记载资料是否真实客观，从而无法判断其中是否存在

种族偏见。
麦肯齐与格罗夫之后，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快速发展，不断有新著问世，主题涉及殖民科学知识形

成、传播或资源开发与管理制度等。美国学者哈丽特·里特沃在 1987、1997 年分别出版了《动物庄

园: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与其他生物》和《鸭嘴兽、美人鱼以及其他分类学想象的虚构》。前者从

进化论、阶级结构、大众科学和博物学等语境考察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 后者则关注

47

①

②

③

④

⑤

John MacKenzie，ed. ，Imperialism and the Natural Worl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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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探险家、士兵和水手对于收集与分类新奇动物标本的热情，并深入剖析帝国分类

学背后的运行逻辑。① 1997 年，澳大利亚学者汤姆·格里菲斯和莉比·罗宾的《生态与帝国: 移民社

会的环境史》从生态帝国主义视角考察白人在澳大利亚定居的环境经验。② 1999 年，美国学者托马

斯·邓拉普在《自然与英语离散社群: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环境史》中探讨了欧洲移民

在开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时，如何利用博物学和生物学等知识理解和开发陌

生之地的自然资源。③ 2000 年，出生于巴巴多斯的学者理查德·德雷顿在《自然的统治: 科学、帝国

和世界的“改良”》中以英国皇家植物园为主线，探究英国殖民进程与植物学知识的联系。与格罗夫

不同，德雷顿将“最大化利用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归咎于基督教思想对人类特殊地位的界定，提

出植物园既是服务于英帝国农业经济改革的重要机构，也是西方现代自然观念和帝国殖民政治的生

成空间。④ 2001 年，佩德·安科尔在《帝国生态学: 英帝国的环境秩序，1895—1945 年》中探讨了生

态学如何从研究动植物关系的自然科学变为用于强化帝国统治的政治话语，尤其是解决殖民地土地

开发、人口安置和社会控制等问题。⑤ 2002 年，格里高利·巴顿的《帝国林业与环境主义的起源》追

踪了英属印度林业管理制度的成形过程及在其他英帝国殖民地的传播轨迹。他提出美国环境主义

并非来源于梭罗的“超验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而是根植于英帝国林业管理传统。⑥

由此可见，该领域早期研究中的英帝国是以“自然帝国”面貌呈现，已大大不同于传统帝国史学

中的“仁慈帝国”。上述研究成果清晰地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活动与生成特定环境认知和科学知识之

间的关联，并注意到这些认知和知识并非完全是从中心向边缘传播，而是诞生于宗主国与殖民地的

双向互动之中。尽管如此，此时大部分研究侧重将殖民地的环境视为生产自然知识的场所，很少触

及帝国开发殖民地资源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支撑英国殖民扩张的物质基

础因素。

二、“生态分水岭”与“环境话语”: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转向

如果说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早期重心尚在证明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那么随着研究队伍的

壮大与研究视角的转换，该领域开始涉及殖民地的资源开发、商品贸易、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新

主题。帝国殖民活动的环境影响、殖民环境话语生成以及社会环境正义这三大争论问题也随之

显现。
2007 年，英国学者威廉·贝纳特与洛特·休斯出版《环境与帝国》，这标志着英帝国环境史研究

的成熟，也预示着新转向的出现。⑦《环境与帝国》甫一出版，便迅速跻身环境史与帝国史研究必读

书目之列。作为《牛津英帝国史》“指南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补充了此前五卷本正文未予重视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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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题。该书并没有面面俱到地梳理英帝国内部所有殖民地环境的历时性变化，而是紧紧围绕帝国

活动驱动殖民地环境与社会变迁这一主线。正如作者所言，英帝国各殖民地情况迥异，很难被视为

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单位，但是为英国殖民统治、军事占领以及贸易往来提供了相似的框架与主

题。① 全书 18 章，大致涉及六大研究主题: 奴隶与毛皮贸易、狩猎与帝国旅行、帝国农林业与灌溉技

术、殖民城市与疾病健康、殖民科学与资源开发、资源保护与地方抵抗等。其研究时段为 1850—1950
年，研究空间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印度、南非、马来半岛、中东等地，较少涉及西非、新西兰和斯里

兰卡，也不涉及爱尔兰。
首先，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重视分析英帝国运行的物质基础，这与此前研究侧重科学知识和环境

认知等文化层面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殖民地不仅是帝国积累自然知识的地方，更是为帝国发展贡

献了大量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场所。作者列举加勒比的蔗糖、北美的毛皮与鳕鱼、非洲的象牙

与可可、澳大利亚的羊、印度的香料与木材、东南亚的橡胶、南非的金矿以及中东的石油等不同类型

的自然资源，详细地分析了帝国种植园文化的成型过程，帝国资源边疆与殖民地环境变迁的关系，商

品贸易、资源统治和技术设施的自然基础，殖民扩张活动对殖民地气候、微生物、土壤等自然生态的

影响等重要问题。此外，它还涉及殖民地灌溉工程与饥荒贫困、殖民港口选址与帝国贸易、殖民城市

空间规划与热带疾病应对措施之间的联系等新议题。
其次，反思殖民开发中环境保护的话语权是此书的另一特点。在此前的“帝国文明论”叙事中，

殖民地通常被视为“亟待开发”和“驯化改良”的“无主”荒地，这无疑抹杀了殖民地土著群体原本的

历史。贝纳特和休斯注意到此类荒地改良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种族观念。他们提出，帝国科学家

与殖民官员将英国土地产权和最大化利用资源的观念带到殖民地，借此驱逐并隔离殖民地土著，其

实加剧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催生了种族歧视的观念。尤其当帝国殖民经济加速发展之时，环境

衰退叙事和强制性保护策略愈发强烈，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也成为殖民者确立统治合法性与确定

文明等级的工具。② 例如，19 世纪上半叶成型的造林能够涵养水源、抵抗干燥和疾病之类的环境观

念，到了 19 世纪晚期被应用于制定种族隔离政策和限制土著群体刀耕火种和“肆意”游牧。在开发

北美殖民地、发展毛皮等商品贸易时，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自然权利被白人宣扬的民事权利所取代，北

美大陆被视为可以被白人瓜分和占用的无人荒野。
此外，该书也关注殖民地环境和地方知识的差异与作用。作者承认英帝国的发展过程并非平衡

均质化，因为不同殖民地自然环境各异，它们与宗主国的互动方式也不尽相同，既有激烈抵抗，也有

讨价还价，甚至还有合作。他们倡导在讨论帝国商品边疆、种植园经济和环境变迁的复杂关系时，要

将地方特性纳入考虑范围。例如，作者在论及大西洋奴隶贸易体系时，追问为何 17 世纪后半叶英国

殖民群体向冈比亚移种棉花和靛青，在英属黄金海岸种植蔗糖、棉花、靛青和生姜等计划相继失败。
作者从疾病、土壤和社会三方面展开分析。第一，非洲人在此前与地中海欧洲人贸易中获得对天花

等疾病的免疫力，而此时英国人还不具备有效应对昏睡病等热带疾病的能力，所以欧洲人无法彻底

征服西非; 第二，西非降水分布不均，土壤肥力低、酸性高，在土壤科学技术不成熟时，这里并不适合

诸多农作物生长; 第三，西非许多地方统治者并不拥有控制土地和大规模密集生产的权力，所以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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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大西洋奴隶贸易而不是发展自身农业。① 在论述地方知识的作用时，该书展现了殖民科技人员

如何吸收和借鉴地方土著经验。书中以英属印度工程师威廉·威尔科克斯为例，说明英帝国技术人

员大量借助了土著地方灌溉技术和水文知识发展帝国灌溉工程。
即便如此，两位作者对殖民科学的态度表现得相对模糊，他们既肯定殖民科学知识对现代科学

的贡献，但也不否认它有时会被不当利用，导致殖民地资源枯竭，破坏地方社会关系，损害生态多样

性。② 另外，他们在评价帝国灌溉项目时，认为该项目旨在“惠及地方土著，而非欧洲殖民者”，③并未

从长时段考察这些帝国项目后续的社会与生态影响。实际上，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

的大型灌溉系统反而加剧了当地土地盐碱化。与此类似，埃及阿斯旺大坝的修建也与尼罗河下游水

质恶化与土壤肥力下降等问题相关。这说明帝国殖民活动并未完全适应殖民地的环境，而是使当地

生态处于变动、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往往引发新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贝纳特和休斯在写作《环境与帝国》时吸收了诸多非洲、南亚、澳大利亚等地历史

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显然，该时期全球研究队伍的壮大和视角的转换引发了

相关学者对一些核心问题的激烈讨论，尤其集中于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帝国殖民知识的生成与效

用、环境保护话语与权力关系这三大问题。
第一，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尤其是英国殖民活动是否为殖民地生态变迁的分水岭。此争论常

常出现于英国史学者与前殖民地国家民族史学者之间，尤其是讨论印度环境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不少印度史研究者认为帝国时代的殖民活动与环境衰退之间关系密切。如印度史学者拉马钱德

拉·古哈和生态史学者马德哈夫·加吉尔在《这片开裂的土地: 印度生态史》中直言，英属印度的历

史印证了殖民主义正是生态分水岭，因为帝国活动破坏了印度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英帝国殖民

贸易与资源开发使印度“生态系统被扰乱，这种干涉不仅在事实上重塑了他们入侵之地的社会、生态

和人口特征，也确保随之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有益于欧洲”。④ 他们认为，英帝国森林管理与资源利

用制度引发了最严重的生态冲突，这种畸形的生态关系延续到后殖民时代，最终演变为全球北方对

全球南方的资源剥削。印度史学者万达南·希瓦也同意此观点。她认为，19 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林

业科学的目标是通过提取有商业价值的物种，最大化市场交换价值，帝国林业管理侵蚀了印度的森

林和当地人民森林生产权利，使印度复杂的森林生态系统沦为木材资源地，而且这种政策在印度独

立后并未消失，而是继续以“荒地管理”计划的形式存在。⑤ 但是，格罗夫则从历史连续性角度予以

反驳。他提醒道，前殖民时期印度等地也存在开发资源和砍伐森林的情况，而且不能忽略帝国殖民

官员对殖民地土壤侵蚀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其实也促进了近代环境保护观念的诞生。⑥ 此后，其

他学者大多呼吁避免两极化叙事，倡导根据具体地区案例来分析。如印度环境史学者马赫什·兰加

拉詹在《圈围森林: 印度中央诸省的资源保护与生态变迁》中强调殖民群体和殖民地的差异性，认为

不能以偏概全，要理解不同地方如何适应殖民冲击的环境压力。⑦ 与此类似的争论，还有关于北美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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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印第安人生态伦理价值的争论。① 目前学界大致认为，前殖民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虽并非完

全和谐，但相对稳定，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殖民统治时期的环境变迁，因为环境变迁

并不完全等于环境破坏，需要具体解析不同时代环境变动的形式与程度。
第二，殖民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与社会效用也是争论的焦点。殖民科学源于帝国殖民者对殖民

地自然环境的考察，也最终服务于帝国殖民统治和资源管理。② 研究者发现，随着帝国殖民扩张进程

的推进，诸多热带环境知识从殖民地反向传回宗主国或在殖民地之间散播，而不是传统帝国史研究

认为的从帝国中心向殖民地的单向传播。不仅如此，从早期殖民地植物园兴起到 19 世纪晚期各类

殖民地科研机构涌现，科学发展与帝国意识的关系愈发紧密。农学家、昆虫学家、水文学家、森林学

家、畜牧专家、土壤科学家、自然资源保护者等群体积极参与帝国政治，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专家的胜

利”。③ 然而，早期大部分英帝国史学者并未充分反思殖民科学中的实际社会效果。相较而言，研究

非洲、南亚和澳大利亚等殖民地时期环境史的学者则更批判地认识此问题。在此意义上，非洲学界

对现代发展学的批判、南亚学界对庶民群体历史的强调与澳大利亚学界对多元史学的重构不谋而

合。他们都反对美化殖民科学知识，要求解构殖民档案中环境衰败话语，④重视地方知识的作用。例

如，美国的非洲史学者南希·雅各布斯在《环境、权力与不公: 一部南部非洲的历史》中研究了南非库

鲁曼地区社会与环境的历史变迁。她发现，19 世纪英国殖民者将干旱气候归咎于非洲土著不可持续

的砍伐方式，土著刀耕火种被贬低为毫无作用的落后生产方式，农业改良和引进灌溉成为帝国文明

教化和殖民统治的核心。⑤ 类似情况也在英国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出现。中国学者乔瑜曾分析殖民

地自然条件、灌溉种植、环境管理、道德规训等因素交织成殖民统治的话语，气候干旱特征成为英国

殖民者在澳洲发展农业灌溉项目、改造殖民地环境、驱逐地方土著的依据。⑥

第三，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的矛盾是又一个学术分歧点。英国殖民时期各类禁猎区、野生动植

物保护地和国家公园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大洋洲诸岛等地设立。如前文提及，麦肯齐

等学者曾高度赞扬此类自然生物保护区与殖民科学改良措施的出现，并将其视为帝国环境保护思想

的具体表现。然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这些保护区设立的前提是西方财产权观念，并未

考虑土著社会资源分配传统，从而使大量原本生活在该地区的土著流离失所。而且，为了保护环境

和野生动植物，地方土著赖以为生的狩猎生计被认定为非法活动，他们也无权驱赶不断侵扰自家田

地的野生动物。例如，在英属印度时期，山中土著部落被驱逐出自然保护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空间

不断被压缩，于是他们不得不激烈地反抗林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措施。⑦ 同样，在南部非洲，社会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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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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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生态伦理的争论，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一是漠视北美土著在帝国扩张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另一种则是

指责殖民主义的罪恶塑造了“生态的印第安人”。“生态的印第安人”，是指西部史学家和环境主义者在批判白人征服自然之时，

过度美化殖民前美洲的自然环境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与自然观念等，但这也使学术研究陷入现实道德争论之中。参见付成双:

《现代环境主义视野下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历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包茂红:《英帝国环境史研究———以殖民科学研究为中心》，《思想战线》2013 年第 4 期。
Joseph Hodge，Triumph of the Expert: Agrarian Doctrin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egacies of British Colonialism，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7.
在环境史研究中，殖民档案中的环境衰败话语，通常指的是殖民扩张时代，西方殖民者指责原住民没有有效耕作和利用土地，并

将原住民生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任何影响都判定为破坏环境。如此一来，在殖民统治下的环境改造措施便获得合法性，甚至还

被美化为有助于传播帝国文明。
南希·雅各布斯:《环境、权力与不公: 一部南部非洲的历史》，王富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7—82 页。
乔瑜:《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干旱说”的形成》，《学术研究》2014 年第 6 期。
参见马德哈夫·加吉尔、拉马钱德拉·古哈:《这片开裂的土地: 印度生态史》，第五章“为森林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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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群体或者拒绝配合欧洲殖民者的土著部落，往往被排除在环境保护区计划或国家公园安置项目之

外，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① 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土著对待和利用自然环境的方式有

所差异，尤其是对于火的使用方法并不相同，但这些都曾成为殖民者剥夺土著环境权利的借口。
总体来看，21 世纪之后英帝国环境史研究进入成熟期，主题日益丰富，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视

角也发生了转向。与此前不同，该阶段研究成果更具批判性，尤其注重从环境变迁、资源开发、自

然知识等维度切入不公平的帝国权力关系。其中，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殖民科学的效用和环境

话语权等问题引发了学界争论，这也是该领域与其他研究方向对话的产物。尽管如此，此时该领

域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和南非等殖民地的联系，很少涉及各殖民

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系，也很少讨论英国殖民活动对半殖民地或无形帝国的环境影响。而且，学

者很少深入分析自然力量在帝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容易使帝国殖民环境改造计划看起来“畅通

无阻”，这与实际历史事实相违背。为此，学界需要一种新的空间视角和理论框架，方能展现自然

环境与帝国进程共同演化的过程。

三、“生态—文化网络”: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

近十年来，为了补充此前研究遗留的问题，并与英帝国史学重新思考空间网络和环境史研究再

审视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最新成果产生对话，有学者提出采用“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来重新思考英帝

国环境史。
提出“生态—文化网络”概念的背景之一是英帝国史研究的“全球转向”。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全

球化进程加速以来，社会科学的全球化研究领域率先采用“网络”概念，随后又影响了历史学界，全球

史研究蓬勃发展。② 受此影响，英帝国史研究近来愈发强调用“网络”重构英帝国所联结的历史空

间。研究者意识到不能机械地区分英国本土和殖民地，要充分考察帝国殖民地之间横向联系或者帝

国内外部多元空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将“帝国网络”作为新的叙事框架，以弥补民族国家分析模式的

局限性，并超越对英帝国内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简单概括。③ 正如新西兰学者托尼·巴兰坦所言，

英帝国不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辐条轮”，而是由各殖民地组成的复杂网络。④ “网络”视角旨在去中心

化，“帝国网络”并不完全以宗主国为中心，而是根据具体要素来确定中心，不同殖民地的人与环境构

成了网络中相连的节点。换言之，金融资本、生物交换、移民迁徙不仅存在于宗主国和单个殖民地之

间，也存在于不同殖民地之间，更存在于帝国内外部的互动之中。⑤ 英国学者阿兰·莱斯特也从人文

地理学角度点明帝国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他将“帝国网络”比喻为“万花筒”，虽然有时短暂、偶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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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Environment and Empire，pp. 289 － 309; 南希·雅各布斯:《环境、权力与不公: 一部南部非洲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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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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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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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2，No. 3，2001，pp. 1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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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inette Burton，ed. ，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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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会流逝，但不变的是其连通的本质。① 可以说，“帝国网络”概念是帝国史研究“全球转向”的表现，

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英帝国史学者的新思考。
“生态—文化网络”概念诞生的另一背景是环境史学界对自然和文化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新

一代环境史学者不再像此前学者那样热衷于探讨土地利用方式、资源保护运动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的

环境史，而是强调环境问题与话语、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性议题的关联，例如，转向揭示荒野如何

被不同时期的宗教文化、浪漫主义思想和边疆传统所影响，展现城市环境如何被不同价值观和社会

阶级关系所塑造等。这意味着研究重点从讨论环境变迁转向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在环境变迁中的作

用和体验。这被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或“杂糅转向”，②它促进了环境史与其他领域的对

话，也引发了环境史学内部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反思，同时激发了学界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但

是，也有学者担心“环境史学创立 40 年后，在这场转换的冲击下，很有可能转回到‘人类事务’是史学

唯一主题的老路上”。③ 换言之，当这种转向走向另一种极端时，研究者便脱离自然环境来争论社会

文化问题，而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影响、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会被抹去，出现“只剩文化、不见

自然”的尴尬局面，这显然背离了环境史研究的初衷。为此，相关学者呼吁不应将自然与文化视为对

立隔绝的两极，而是要考察自然和文化共同演化的历史过程，尤其重视飓风、洪水、杂草、微生物等自

然力量与人类社会的关系。④ 这些思考反映了环境史学者如何在历史叙述中展现自然与文化的关

系。学者对环境史研究未来方向的担心，促使他们寻找一种既能积极参与讨论其他社会性议题也能

保持对自然环境作用关注的叙事。
为此，詹姆斯·毕以迪、爱德华·梅利洛以及艾米莉·奥戈曼三位学者共同构建“生态—文化网

络”，积极回应并融合了英帝国史和环境史学界最新的研究动态。新西兰学者毕以迪主要从事英帝

国环境史研究，尤其侧重殖民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系; 美国学者梅利洛则从农业和移民问题切入全

球环境史; 澳大利亚学者奥戈曼关注环境人文学和澳大利亚生态史。2014 年，他们发表《通过生

态—文化网络重思英帝国》一文提出理论构想。⑤ 2015 年，三人编撰的论文集《生态—文化网络与英

帝国: 环境史新视野》出版。在书中，全球多地英帝国环境史研究者贡献了多样化的视角与案例，主

题覆盖气候与帝国、中国农业发展、英国茶叶消费、斯里兰卡种植园、殖民地狩猎文化、澳大利亚水稻

试验、加拿大城市动物管理等，但皆围绕 19—20 世纪英帝国殖民活动如何重塑全球生态面貌这一主

题。⑥ 在“生态—文化网络”中，“生态”指代生态进程或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的连接;“文化”则用于

界定人类塑造自然或受自然塑造的过程; “生态—文化”意指帝国时代自然环境、资源开发、知识生

产、劳工制度和生物迁徙等人与环境的关系;“网络”则旨在超越帝国内部简单化的殖民与被殖民关

系，挖掘多空间互动关系。可见，“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旨在将英帝国视为一种联结不同地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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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Lester，Imperial Networks: Creating Ident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Ｒoutledge，2001.
Ｒ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 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Historian，Vol. 66，No. 3，

2004，pp. 557 － 564;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9—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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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Sutter，“The World with Us: The Stat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100，No. 1，

2013，p. 118; 侯深:《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光明日报》2020 年 3 月 16 日。
James Beattie，Edward Melillo and Emily O'Gorman，“Ｒethinking the British Empire through Eco-Cultural Networks: Materialist-Cultural
Environmental History，Ｒelational Connections and Agency”，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 20，No. 4，2014，pp. 561 － 575.
James Beattie，Edward Melillo and Emily O'Gorman，eds. ，Eco-Cultural Network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Bloomsbury Publishi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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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物质交换与自然环境的空间媒介。
“生态—文化网络”被认为能从三方面推进英帝国环境史研究: 重申英帝国网络的生态关联、弥

合物质与文化的分离、思考多元能动性问题。首先，它有助于揭示英帝国殖民地之间横向的生态联

系，展现英帝国的环境影响并不局限于有形殖民地，如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部、
新西兰、南部非洲与印度沿海等地，还会波及那些常被忽视但同样深受帝国影响的半殖民地或无形

帝国的地区，如太平洋岛屿、西澳大利亚、印度内陆土邦、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委任

统治地等。毕以迪在书中揭示了 19 世纪新西兰与中国南方的生态—文化联系。在英帝国殖民资本

的驱动下，大量中国移民前往新西兰并带去蔬菜种植技术，这些技术在新西兰乃至其他地区的传播

带动了生物与文化的迁移，后来中国市场对木耳等海外商品的需求也间接地引发英属新西兰殖民地

的环境变化。① 此外，南希·雅各布斯展示了鸟类在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季节性迁徙，认为此类流动既

跨越了帝国和国家边界，也创造了新的科学知识形式，但这种关系随着非洲独立而更加复杂化。② 这

些案例展现了英帝国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广泛影响。
其次，它试图修正此前研究中存在的物质与文化分离倾向。三位作者认为，不应过分割裂人为

与非人为原因，而是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特定的历史联系。③ 因为无论是过度追求社会文化

而轻视自然力量，还是单纯考察自然环境景观变迁，都无益于学界全面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反而

会造成物质与文化的分野。所以，他们提出“生态—文化网络”分析框架，试图将自然与文化共同演化

的关系作为考察核心。例如，关注帝国殖民者如何利用环境条件来解释殖民地疾病起源与种族文明优

劣; 如何用自然环境话语来辅助执行殖民种族隔离政策; 如何用景观认知来合理化殖民开发活动等。④

梅利洛考察了 19 世纪英国茶商立顿公司的市场营销策略，发现立顿公司一边利用斯里兰卡殖民地乡村

景观推销茶叶，一边却极力掩盖开辟茶园带来的森林退化、土壤肥力下降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生态

后果。他还分析了该地区中部高地丘陵的地形条件以及周边梯田遍布的自然环境如何有利于种植园

主管理泰米尔移民并压制工人暴动。⑤ 同样是讲述斯里兰卡茶叶种植园的环境史，美国学者尤金妮

亚·兰伯特则呈现了另一种叙事，她说明了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在走向茶叶生产巨头的路上面临着

社会和环境的重重阻碍，包括无法控制经济作物人工培育技术、不稳定且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单一

栽培引发咖啡枯萎病等。⑥ 两个案例虽然切入角度不同，但都从中展现了自然环境如何介入人类社

会生产方式与日常活动，揭示了物质与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
再者，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历史能动性的方式。在后殖民史学和民族史学的影响下，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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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已关注到殖民地土著和其他多元群体的作用，但依旧忽视非人类要素的作用。① 奥戈曼在书中

讲述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水稻试验的故事，旨在说明帝国内部多元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历史

能动性。20 世纪早期新南威尔士灌溉计划失败，地方政府曾试图种植水稻来保证粮食供应，于是推

动了国际水稻知识技术和遗传基因培育等交流。此时澳大利亚正在推行白澳政策，大量驱逐华人与

日本人，而日本移民高须贺伊三郎却能利用自身掌握的水稻种植技术免被驱逐。在此案例中，奥戈

曼将水稻试验过程与当地不规律的河流洪水环境以及更为广阔的帝国意识形态政治相联系，充分展

现了多元群体与自然要素的历史作用。② 可见，“生态—文化网络”强调的是“将历史看作动态的、相
关联的，而不是简单地限定人与非人类、物质与文化的划分。历史变化不应被单纯地看作由人引起，

还应包含多种关联的要素。”③这里言及的能动性，并不是要讨论自然是否有独立自主意识，或走向

极端的生物中心主义或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影响人类活动的自然环境之作用。正如美国环境

史学者林达·纳什所言，“人类目的性行为并非处于真空，意识离不开其所处的自然环境。”④

“生态—文化网络”概念提出后，很快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与跟进。欧洲科技史学者乌特·哈泽

内尔称其为“当今殖民环境史上最热门、最有前途的研究方法之一”，并呼吁学界推进实证研究，加强

研究“帝国之间和帝国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基础”。⑤ 中国学者费晟和乔瑜也采用此视角，分别

考察了华人移民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生态印迹和英帝国灌溉知识交流网络的流变过程。费晟关注的

是华人在南太平洋的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变迁与社会影响; 他提及不同移民环境改造的策略与其自

身的文化观念相关，是他们对故乡环境文化的认识与挪移，比如欧洲移民改造新环境时通常照应欧

洲田园牧歌式景观，而华人移民则讲究风水和朝向; ⑥乔瑜则以灌溉知识为切入点，追踪印度、澳大利

亚乃至美国加州等地科学群体与技术文化的流动。⑦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网络”框架有利于从分析空间和研究视角等方面推进英帝国环境史研

究。它提倡挖掘此前较少被关注的帝国空间与多元群体的历史，并展现不熟悉的气候、疾病、地理、
生物以及不同地方社会群体的抵抗等因素如何推进或破坏帝国殖民统治进程。然而，该理论框架仍

有一定的限度: 第一，去中心化的网络视角虽拓宽了帝国史研究的视角，但也有可能导致帝国殖民结

构扁平化，使得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平等政治权力和经济剥削关系渐趋模糊; 第二，此理论框架为了强

调自然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生态”与“文化”并列，冠以“生态—文化”之名，但这似乎反而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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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阐述非人类要素的能动性时指出，非人类要素的作用体现在促进人类能动性的发挥与非人类要

素自身能动性两方面，因此，他提醒学者在构建历史网络时要将人、动物、物品等都视为“行动者”。“生态—文化网络”视角更强

调自然与文化互相作用，思考人类行为如何从特定自然环境中产生，或如何影响其所在的环境。Bruno Latour，Ｒ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 Network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237.
Emily O' Gorman，“Experiments，Environments and Networks: Commercial Ｒice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1900 － 1945”，

in James Beattie，Edward Melillo and Emily O'Gorman，eds. ，Eco-Cultural Network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Views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 233 － 252.
James Beattie，Edward Melillo and Emily O'Gorman，“Ｒethinking the British Empire through Eco-Cultural Networks: Materialist-Cultural
Environmental History，Ｒelational Connections and Agency”，p. 574.
Linda Nash，“The Agency of Nature or the Nature of Agency?”，Environmental History，Vol. 10，No. 1，2005，pp. 67 － 69.
Ute Hasenöhrl and Jonas van der Straeten，“( Post) Colonialism，Infrastructures and the Environme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Vol. 24，No. 4，2016，pp. 355 － 391; Ute Hasenöhrl，“Hist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Post /
Colonial Africa: Ｒeflections on the Field”，Histories，Vol. 1，No. 3，2021，pp. 122 － 144.
费晟:《近代华人移民与南太平洋地区复合生态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费晟:《再造金山: 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

生态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乔瑜:《19 世纪中后期灌溉知识交流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江海学刊》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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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生态”与人类社会，忽视了生态变迁其实也受文化的影响; ①第三，目前相关研究局限于陆地生

态系统，较少涉及帝国殖民进程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历史联系; 第四，已有成果缺乏讨论殖民时期环境

改造与后殖民时代新兴民族国家环境政治的连续性与差异性，从而无法批判地认识英帝国环境遗

产②或新型生态殖民主义的破坏力。

四、结论与展望

从过去 30 余年学术演变历程可知，英帝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既体现了英帝国史学的主题

拓展以及从“中心—边缘”向“帝国网络”的叙事变化，也彰显了环境史学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持续

反思在英帝国史研究中的投射。由此，英帝国的历史形象已不是向殖民地传播现代社会文明的“仁

慈帝国”，而是造成殖民地生态系统变迁的“自然帝国”。英帝国殖民扩张不但带来了政治不平等和

军事暴力，还引发了资源剥削、环境变迁、生物交换、种族生态隔离等问题。英国殖民者将高效利用

和改良殖民地土地视为“进步”的象征，但这些帝国环境话语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代价。
英帝国环境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它是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研究视角相互补充、相互

借鉴的结果，也更新了学界对帝国史和环境史的认识。一方面，从英帝国史视角研究环境史，将亚非

拉地区纳入研究范畴，首先使环境史研究不只关注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问题，挖掘了驱动近

代全球生态系统演变的帝国因素; 其次是呈现了近代环境知识生产的过程，批判地认识帝国殖民活

动如何强化并传播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 最后展现了帝国环境话语与当代国际环境政治的延续性。
另一方面，加入环境史视角对于推动英帝国史研究颇有助益。除了大大拓展研究主题外，最大贡献

在于理论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学界超越“仁慈统治论”或“帝国进步论”，摆脱传统的“进步主义单线史

观”，揭露“自然帝国”形成对殖民地自然生态、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变迁的影响，丰富了“生态帝国主

义”的研究内涵; 而且，它还揭示了英帝国殖民扩张进程受到殖民地土著群体和自然环境的“双重抵

抗”，帝国殖民活动征服自然与被自然限制是同一进程中的两面，这其实也解构了“帝国胜利论”，使

学者能够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评判近代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历史。
日后该领域学者或许还需从研究视角、空间范畴、时间维度、历史主体等方面进一步拓展研

究。第一，不应放弃对殖民扩张活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关注生态殖民主义的延续性，强调发现

不公平的结构仍是帝国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正如英帝国史学者西蒙·波特和乔纳森·萨哈所言，

“帝国史研究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尤其要理解现代帝国史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

构，其中展现了历史的机遇、障碍、不公平与暴力。”③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重组了不同地区的生态

关系，催生了以种植园为代表的殖民地经济，创造了单一化、高度集权的自然环境。英帝国殖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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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 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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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al History，Vol. 16，No. 1，2015. https: / / eprints. whiterose. ac. uk /89866 /［2022 － 1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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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①它将不同殖民地的社会与环境不公

平地裹挟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帝国强权体系得益于对海外廉价自然资源持续开发，并不断改

造殖民地自然环境以符合其需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杰森·摩尔认为，“帝国主义、家庭性别关

系转向、商品化、金融扩张等现代世界重大历史运动都涉及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的关系。”②显

然，这种涉及开发殖民地资源和经济利益再分配的物质性过程并未随着帝国终结而消失，而是继

续存在于独立后的民族国家。不仅如此，全球化时代生态殖民主义的形式变得更加隐蔽，帝国时

代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在跨国资本的掩护下进一步侵蚀弱小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依旧被牺

牲。如果无法充分展现这些带有掠夺资源或剥削生态性质的帝国行为，无疑将消解帝国殖民活动

的破坏力。
第二，补充研究此前相对忽视的生态区域。英帝国覆盖了各式各样的自然环境，有山地的、平原

的、河流的，也有内陆的、沿海的、岛屿的、海洋的，更有热带的、温带的、冰川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

于热带或温带的内陆、农村、林地等，很少涉及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环境是英国向海外殖民扩张并确

立海洋霸权的重要基础。自然风险与灾害伴随着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过程。充满不确定性的海洋

既是英帝国获取殖民财富和权力荣耀的通道，也是其民族认同、帝国政治、殖民资本和海洋观念成型

的场所。而且，英帝国在殖民地的统治大部分从沿海港口向内陆地区逐渐深入，那些沿海港口和城

市聚居地通常被改造成适合帝国贸易和聚居的模式，这种介于海洋生态和人工环境之间的帝国港口

的环境变迁过程值得关注。除此之外，不能将英帝国的历史等同于海外殖民地史，还需加强研究英

伦三岛与帝国的生态联系，深入探究殖民地自然资源如何缓解英伦三岛的生态压力、宗主国的物种

构成和环境面貌如何受帝国影响等问题。
第三，要批判地认识英帝国环境改造活动和自然观念成型的共时性和延续性。就共时性而言，

不应将英帝国看作孤立的个案，而是要对比它与同时段其他欧洲帝国、地方土著政权之间的异同。
近代以来英荷、英法的长期对抗虽然影响它们各自海外帝国的扩张，但并未阻碍商品贸易、环境知识

和自然生物的跨帝国流动。欧洲帝国都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证高效开发和管理殖民地资源，例

如，英国皇家植物园、法属阿尔及利亚哈马科学实验园、荷属爪哇茂物植物园、英属印度德拉敦研究

所等殖民科学机构之间联系紧密; 又如，一战前后，欧洲国家在非洲殖民地共同出台了一系列野生动

物保护举措。③ 采用跨帝国维度开展研究，将使英帝国环境史学更具延展性和参考性。就延展性而

言，大量帝国殖民地科学家在二战后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向新成立的亚非拉国家积极推动各种

农业发展项目，所以学者们需挖掘在殖民时代被强化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如何在后殖民时代继续

传播，以及为何新兴独立国家仍旧难以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生态剥削。这方面显然需要考虑二

战后发达国家利用资本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全面介入与

控制。另外，像澳大利亚和南非等移民殖民地在独立后十分强调要热爱本土动植物、地方知识和土

著环境文化，以此鼓励切断或轻视与英帝国的联系，但讽刺的是，这些地方的生态现状本身就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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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① 所以，日后学界需要进一步讨论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环境正义和土著赋权之间微妙的

关系。
第四，从环境正义视角重视挖掘多元社群与自然环境的能动性。为了脱离殖民史学的桎梏，后

殖民史学和新帝国史学强调挖掘地方底层群体“细小声音”，将少数族裔、劳工、农民和女性等边缘群

体纳入历史书写，考察他们对帝国殖民统治的应对。同样，他们也提醒关注殖民环境话语的生产机

制，质疑殖民者记录的“环境衰退论”。这种话语分析视角固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仍未充分关注人与

自然环境的互动历史。要知道，帝国进程并非整齐划一，它由不同土著社群文化和自然环境共同造

就。就环境正义视角而言，帝国殖民地群体的抗争和抵抗行为应该成为研究全球环境政治问题的重

要内容，尤其要注意这些抗争之所以出现往往是由于帝国活动导致了环境权利被剥夺、失地社群被

驱逐以及出现种族歧视等。所以，要考察这些基层抗争与环境正义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要关

注北美印第安人、印度山中土著、非洲黑人等群体遭受的各类环境不公。此外，还需考虑特定生物的

特性及其所处的土壤、地形、气候等环境条件，它们时刻影响着帝国殖民活动的进程。进而言之，研

究者不能将殖民地自然等于静止的资源腹地，也不能把帝国内部与自然互动的人群当作无差别的整

体，而要考量具体的自然环境要素对殖民进程的影响，尤其要留意病虫害、洪水、风暴等自然要素的

作用，同时考察不同人类群体在适应由帝国活动引发的环境变动时所积累的历史经验。
总之，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曾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深远影响，从环境史视角研究英帝国史能为

解释全球环境危机和不平等关系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认识，它不仅展现了全球环境观念和

知识生产的殖民语境，也揭露了帝国殖民活动深远且隐蔽的环境影响。梳理英帝国史研究的生态之

维，有助于中国学者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世界历史进程，凸显维护全球环境正义与超越人

类中心主义的重要性。

( 作者吴羚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师资博士后; 邮编: 100086;

梅雪芹，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 100084)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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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s of“Lieux de Mémoire”and“Global History”in Italian Historical Writing / / Zhu Ming

The influence of the“Lieux de Mémoire”theory swept across Europe in the 1990s，which gave rise to
studies of“historical memory”in Italy. Twenty years later，the writing of“global history”is surging in
Italy again，which places Italian history within the global framework. From“Lieux de Mémoire”to“global
history”，these two“turns”in It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are embodiment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On the one hand，it has been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the local diversity，
the crisis of the Ｒepublic，the dilemma of the European Union，and the globalizati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national，regional，and global are intertwined with Italian reality，which affects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over the time，Italian historiography has demonstrated a strong
tendency to contribute to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process. As such，it emphasizes
nation-state as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Aiming a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state，this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struggling agains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Italy.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Ｒesearch
Questions and Paradigmatic Shifts / / Wu Lingjing，Mei Xueq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a
special focus on the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colonial expansion activities of
British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ve not only shaped
its research questions but also caused shifts in its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early stage，scholars in this
field emphasized the imperial origi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ism. Later，they turned to analyze imperi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the material premise 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British imperialism. Ｒesearch
topics were expanded from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colonial science to resource extraction，
commercial frontiers，urban planning，disease and sanitation and so on. Some scholars have recently
proposed to rethink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ecological-cultural network”
perspective，which covers three aspects: network，cultural and material connection，and agency.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only traced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the“global environment”in the context of empire
but also uncovered the hidden yet far-reach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They transformed
scholars' percep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Benevolent Empire”to the“Empire of Nature”，which
went beyond the myth of the“Civilizing Mission”or“Pax Britannica”. In the future，scholars ne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issues，including，but not limited to，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empire，the
spatial-temporal categorization，and the agency of histor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cepts“Narrative”and“Xushi”in Historiography / / Jin Qianwen

“Narrative”and“Xushi( 叙事) ”are two concepts that are generat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traditions. Now they are regarded as equivalents in translation. They are both applied as important mode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Narrative is usually presented as a
coherent story unfolding along the timeline，with detailed processes，and it is treated as if it is telling itself.
“Xushi”，however，is about how to adapt one's language to the things of which he speak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Xu( 叙) ”，i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arranging the order so as to show the reasoning
of things. In terms of its development system，narrative indicates a“symbiotic relationship”between
historical works and literary fiction. In ancient China，by contrast，“Xushi”which was complementary to
“Shilu ( 实录)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and “Xushi”reflects not only some distin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but also some common features of historiography beyond
specific cultures. By telling human experiences in an orderly way，historians comprehend the past and
represent a historical world rich in meaning and order.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oncept“Colonialism”and its Ｒelationship with“Imperialism”/ /
Liu Wenpeng，Wang Tianhao

The term“colonialism”contain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It did not become a de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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